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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文华：论中国现代道德变迁的一般特征

 摘要:中国现代的道德变迁体现出转型时期和过渡阶段的一般特征,主要是革故鼎新、新旧杂陈、中外混合、多维度价值理念的并存等。

这些道德变迁体现了辛亥革命以来,文化改革所取得的成果。但是这些道德变迁是不平衡的、缓慢的和不彻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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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社会依然是处于一个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时代,其经济、政治、文化上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状态,在道德的变迁上也

是这样。中国现代的道德变迁体现出转型时期或过渡阶段的一般特征,主要是革故鼎新、新旧杂陈、中外混合、多维度价值理念的并存等,

表现在人们生活习俗和道德意识的诸多方面。  

一、革除陋俗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国形成了不少丑陋的习俗,严重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比如女人缠足、男人扎辫、吸食鸦片、赌博、繁杂的婚礼丧礼

等。晚清以后,特别是1912年以来,这些陋俗的危害被人们所认识,并逐步得到革除。19世纪末,在全国各地,如广东、上海、湖南、江苏、

福建、四川等,先后成立了不缠足会、戒鸦片烟团体、剪辫团等组织,推进了革除陋俗的进程。辛亥革命以后,这些活动有了重大的进展。孙

中山先后颁布过禁止缠足、禁止吸食鸦片等训令。国民党统治时期,缠足、吸食鸦片、赌博、繁杂的婚礼丧礼等陋俗都在革除之列。当时

不少统治者颁布了某些改革措施。如1933年,广西省政府颁布了《广西省改良风俗规定》,其中包括丧俗改革的内容:“死者入殓,除衣衾

各物外,不得附用各种珍玩果品”,“丧家不准雇用僧尼道巫以作法事”,“祭品以香烛、蔬果为主……最多均不得过银五元”,“丧家停柩

在堂,以速葬为主,不得过五日”。1936年,四川政府《婚丧仪仗暂时办法》规定:“婚丧不得沿用含有封建色彩或迷信性质之仪仗,违者由

地方主管机关分别予以销毁或没收之处分”[1](P304­305)。不少进步人士还发起成立各种革除旧俗的团体,如宋教仁、蔡元培等领导的

社会改良会,其章程中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民俗改造主张,包括:不狎妓;不置婢妾;提倡成年以后有财产独立权;提倡个人自主不依赖亲朋;实行

男女平等;提倡废止早婚(男子19岁以上,女子17岁以上始得嫁娶)及病时结婚之习;提倡自由结婚;承认离婚之自由;承认再嫁之自由;不得歧

视私生子;提倡少生儿女;禁止对儿童之体罚;对于一切佣工不得苛待(如仆役、车夫、轿夫之类);戒除拜门、换帖、认干儿女之习;提倡戒除

承继、兼祧、养子之习;废跪拜之礼,以鞠躬、拱手代之;废大人、老爷之称,以先生代之;废缠足、穿耳、敷脂粉之习;不赌博;在官时不受馈

赠;一切应酬礼仪宜去繁文缛节(如宴会、迎送之类);年节不送礼,吉、凶等事不为虚靡之馈赠;提倡以私财或遗产补助公益善举;婚、丧、祭

等事不作奢华迷信等举动,其仪节本会规定后会员皆当遵守传布;提倡心丧主义,废除居丧守制之形式;戒除迎神、荐醮、拜经及诸迷信鬼神

之习;戒除供奉偶像牌位;戒除风水及阴阳禁忌之迷信;戒除伤生耗财之嗜好(如鸦片、吗啡及各种烟酒等事);不可有辱骂、喧闹、粗暴之行

为;提倡公坟制度;提倡改良戏剧及诸演唱业;戒除有碍风化之广告(如春药、打胎等)及各种印刷品(如春画、淫书等)[2](P378­379)。他们

主张对方方面面的旧俗进行全面改革。  

辛亥革命至1949年期间,革除旧俗取得了重要成就。黄炎培在《我亲自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中说,社会风俗人心,在某些部分看来,辛亥革

命以后和以前大大改变了。所有卑贱、颓废、放荡行为,有些减少,有些完全消失了。具体来说:1.很少见口头上、书面上被称或称人“大

老爷”、“老爷”、“少爷”;2.磕头、“三跪九叩”、“打请安”没有了;3.男子一律剪辫子,女子裹脚从此解放了,已裹的放掉了,已经裹

小的也放大,社会上很自然地一致认定,1912年以后生下的女儿,一概不裹脚;4.鸦片风没有一时消灭,但较辛亥革命以前渐减,大家认为这不

是一件体面的事(辛亥革命以前一般认为鸦片瘾越大,越体面);5.满族倡始渐及汉族的男妓,辛亥革命后逐步地消灭。总之,辛亥革命无数头

颅所换来的,除推翻封建帝制外,广大民众的体格、品格相当地提高了[3](P68)。这种旧俗的革除虽然主要集中在城市,但也不仅仅限于城

市,农村也受到很大影响。李景汉在1928年至1932年间,对河北定县的社会状况进行了调查,其中涉及到不少风俗改革方面的资料。首先,

定县也成立过各种革除旧俗的组织,如“天足会”,成立于1913年。县知事为正会长,教育局长、警察所长为副会长,各机关士绅为会员,都

是名誉职。正副会长掌理召集开会及督促调查事宜。规定每月一号假借劝学所开会,讨论放足事情。派女调查员6人,分区调查,到各乡各村



劝人放脚,劝父母不给女孩缠脚。月查车马费20元,共120元,后来规定法律,缠足罚款,当时各村女子放足实居多数,13岁以下的女孩,几乎没

有缠足的。分会地点,在各村公共地方。再如“改良风俗会”,成立于1915年1月,目的在改善本村的风俗。改良风俗的职权,由村公所执

行。村内已认为应实行的事项有:1.男非满20岁不娶,女非满16岁不嫁;2.女不准缠足,其已经缠而未满16岁者,得一律放脚;3.丧事的照庙

说书念经糊纸人等项,概行禁止;4.过年劳酒应注重阳历,贴宠、门香,一律禁止;5.除丧事死者的子女,仍遵行旧礼,其余庆贺吊问,概行鞠躬,

禁止跪拜等。其次是定县妇女缠足恶习已彻底革除。1914至1915年孙发绪为定县县长,强行禁止女子缠足,自村中领袖人的家庭做起,推

广全村。凡违章暗缠而被查出者不但罚钱而且唯村长是问。在1929年曾调查东亭乡515家女子缠足和天足的人数,除未达缠足年龄之294

个小孩外,其余1442个女子中缠足者909人,天足者533人。值得注意的是,5至9岁的169个幼女完全是天足,已无一缠足者。10至14岁的

161个女子中只有9个缠足的,15至19岁的149个女子中亦仅有29个缠足者。可知在各年龄组内缠足者占总人数的百分比自幼女起至老年

妇女逐渐增高,由百分之零渐增至5.6%,19.5%,59.7%,直至40岁以上妇女组的99.2%。反过来说,就是缠足最多者不过是已经没有办法

校正的年长妇女,青年妇女中天足甚多,幼年女子已经是完全天足。定县还流传有“大脚板,刮唧唧,到了婆家不受屈”的歌谣,反映出农村妇

女对放足的欢迎。再次是其他陋俗也得以革除。在1929年对东亭乡的调查中,515家中仅发现3个尚留发辫的男子,他们的年龄分别是4

6、48和55岁。吸鸦片的多是乡村富户,占数极少。有的村子吸鸦片烟的有一两家,有的村子有三四家不等。还有许多村子调查不出来有吸

鸦片的[4](P111­404)。  

二、破除迷信  

破除迷信也是革除陋俗的一个方面,它在晚清时期就已经出现,也一直是1912年以后移风易俗的主要内容和这一时期风

俗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到了20世纪20至30年代,迷信的地盘已日趋萎缩,人们的迷信心理已相对淡漠。据1933年刻

本《闽侯县志》,福州共有已知修建年代的寺庙95所,而兴建和重修于1912年以后者,竟无一所。据1924年旅沪同乡

会铅印本《定海县志》记载,定海有修建年代的庙宇共146所,其中修建于光、宣时期的29所(占19.87%),而修建于19
12年以后的仅8所(占5.48%)。在1912至1949年的各地方志中,常可见到“僧道祈禳之风渐息”,“偶像之拜,形家之

言,巫盅之祸,日见消灭”,“禳灾祈福,祠祀鬼神渐废”之类的记载。作为各种神像置放场所的寺庙,在信仰者心目中本

应视为圣地,可是,1912年以后许多寺庙被毁或改作它用,并没有激起信仰者的义愤,也没有出现群众性的护庙运动,这不

能不视作民间传统迷信心理式微的表征。凡带有宗教迷信、盲目信仰性质的旧节令习俗,在1912年以后也逐渐式微或

被废除。迁安县“七月十五,为‘盂兰盆会’。向年有僧道荐醮,投放河灯,以救溺鬼,近数年其例废除”。完县“三月二

十日,祀雹神(庙在北坎,旧日演剧四班,今渐衰落)。三月二十日,祀城隍(今改建设局、祀事久废)……四月二十八日,祀
荡王(庙在关东,今久废不行)……五月十三日,祀关帝(旧于是日必演剧致祭,改革以后,迄未举行)”。新河县“十月朔

日,祭祖先。是日城隍辇出巡游(此举今废)”。“清明日,士女头戴柳枝,拜扫祖茔。城隍是日出巡,会末人舁之游郊外

(此举今废)。”昌黎县“三月三日……官请城隍神像出门,祭于厉坛……不举行矣”;“七月十五日,是日为‘中元日’,
官祭厉坛,如清明。民国亦不举行矣”;“十月初一,城隍出巡,官祭厉坛,今亦废矣”。临晋县“申月十五日,为‘中

元’,清制于此日祀厉坛,今废”。义县“五月五日,是日 清晨,邑令偕同班房等诣城隍神前拈香毕,用轿舁 城隍木像

出巡,游行街市,邑令等步从于后,返归木像于神所,礼毕皆散,今废”[1](P173­174)。  

三、西俗的影响  

西方习俗是中国近现代革除旧俗的重要参照点和动力资源。随着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不断传入,西方的一些生活习

俗也在中国扎下了根,推动了中国旧有生活习俗的改良。  
首先是金钱崇拜的出现。随着工商业的发展,金钱逐步成为衡量人们社会地位的标准和尺度,在择偶上也出现了“有女

快嫁金山客”的现象,这是对传统的宗法等级制度的挑战。  
其次是在衣食住行以及娱乐方面的西化现象。20世纪20至30年代的北京,“旧式饽饽铺,京钱四吊(合南钱四百文)一口

蒲包,今则稻香村谷香村饼干,非洋三四角,不能得一洋铁桶矣。昔日抽烟用木杆白铜锅,抽关东大叶,今则换用纸烟,且非

三炮台政府牌不御矣。昔日喝酒,公推柳泉居之黄酒,今则非三星白兰地啤酒不用矣”[5](P3)。在城市,随着西风的强力
熏染,交际舞已较为流行,成为中上层人士重要的娱乐方式。上海一品香旅馆率先举办了以中国人为主的交际舞会,吸引

了不少会跳此舞的中国人参加。在饭店、旅馆和一些娱乐场所以及夜总会的带动下,交际舞在中国逐渐流行开来,成为

深受人们青睐的时髦舞蹈。一些大饭店不仅经常举办舞会,而且还通过各种方式加以宣传,如北京六国饭店的大门口,就
长期贴着赞美交际舞的春联:“以安宾客,以悦远人”。为满足客人的需要,各饭店还招募大量舞技上佳的舞女,对于不

会跳的人则派专人进行辅导,对于羞怯的宾客则进行鼓励[6](P363)。辛亥革命后,“革命巨子,多由海外归来,草冠革履,
呢服羽衣,已成惯常,喜用外货,亦无足异。无如政界中人,互相效法,以为非此不能侧身新人物之列”。“官绅宦室,器必

洋式食必西餐无论矣。”草帽乃西方绅士之标志,“今夏购草帽之狂热,况较之买公债券认国民捐,跃跃实逾万倍”[1](P

180)。  
此外还有西方婚丧习俗的熏染。虽然旧有的婚丧礼俗还有很大的市场,但也出现了婚丧礼俗方面的西化现象。如集体婚

礼的出现,蒋伟国在《民国三教九流》中曾经描述过1935年4月2日在上海举行的首届集体结婚的盛况。又如离婚的日



益自由。封建时代只允许男子休妻,而决不许妇女自动提出离异,法律、规约、习惯从各方面都严格保证这一点。辛亥

革命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及妇女运动,迫使社会做出有限度的让步,以至1912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浙江遂安县,
“近自妇女解放声起,离婚别嫁亦日渐多”;镇海县,“离婚之案,自民国以来,数见不鲜”;鄞县,“迩来则离婚之风渐

行”。有人在1922年对自己的53对亲戚进行了调查,发现其中的9对已离婚。至30年代,离婚自由之风已吹到工商界

及一部分自由职业者中。在丧俗方面,逐步引进了西方的“公墓”制度等习俗。总的来说,1912年以后对旧式丧礼的改

良虽比不上婚礼那样深刻、广泛,但从其基本价值取向和新丧礼基本程式中可以看到,西方丧葬习俗渗入的现象还是比

较明显的。这在各地志书中都有所反映。如吉林省“有以青巾系臂代丧服,或不丧而白其衣或鞋帽者”。呼兰县,原丧

礼“盖三日始去髻发而服制服,今俗即日成服”。蓟县“从前有延僧道唪经、糊纸张以表示尽人子之心者……多半废

止”。滦县,“丧礼率沿旧制。较前稍异者,则为黑纱与花圈也”。德清县,“丧葬戒铺张或改用西礼,臂黑纱或黑布”。

这一时期的丧礼有不少是不中不西的,仅以送丧礼仪来说,“上海的习俗,出殡的时候,和尚、道士,走在一大排,中国音

乐、外国音乐、笛子、喇叭、锣鼓、洋鼓、洋号,闹上几大队,叫上几十辆马车。女人走不动坐马车,男人走得动,也坐马

车。亲朋送葬,不是亲朋,也要多约些来送葬。这哪里是出殡,这是约人逛马路”。1928年10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内

政部公布了《公墓条例》。该条例规定,市、县、政府、私人和私人团体都可以设置公墓。公墓应设于市、村附近,并
与工厂、学校、公共处所、住宅、水源、道路有一定距离。其面积、深度由市县政府统一规定。各墓左右不过六尺,前
后不过十尺,各墓有标号,并有人管理。碑上须注明姓名、籍贯、殃葬年月日。非经墓主不得起掘。这一规定几乎是照

搬西方国家的公墓制度。尽管南京国民政府对实行公墓制较为热衷,但是,各地对此积极性不高。鉴于真正实施者极

少,1935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公布了《提倡公墓办法》的电文,该电要求各省市政府从速筹设公

墓[1](P302­309)。  

四、道德观念的变化  

与生活习俗变革相一致,中国现代的道德观念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传统

道德观念的负面效应,接受和提倡一种以西方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为基础的道德观念,胡适的“健全的个人主

义”、陈序经等人对西方个人主义价值的提升、吴稚晖等人的“理智感性主义”等都是这方面的反映。在两性伦理方

面,人们继续冲击“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婚恋自由等一系列道德观念逐步树立了起来。  
李大钊1920年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在这篇文章中,他批判了孔门伦理,
揭示了近现代道德观念变迁的事实以及原因。李大钊指出,两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都是损卑下以奉尊

长,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孔子所谓修身,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牺牲个性的第一步就是尽“孝”。君臣关系的

“忠”完全是父子关系的“孝”的放大体。在夫妇关系方面,女子要守贞操,而男子可以多妻蓄妾;女子要从一而终,而
男子可以细故出妻;女子要为已死的丈夫守节,而男子可以再娶。就是亲子关系的“孝”,母的一方还不能完全享受,因
为是隶属于父权之下的,所以女德重“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孔门的伦理道德,于君臣关系,只用一

个“忠”字,使臣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君;于父子关系,只用一个“孝”字,使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父;于夫妇关系,只用几个

“顺”、“从”、“贞节”的名词,使妻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夫,女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男子。孔子的学说之所以能支配

中国人,因为它是农业经济组织的产物。现在时代变了,工业经济冲击了农业经济,孔门伦理的基础就在根本上动摇了,所
以社会上出现了种种的解放运动,这些运动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运动,是打破父权(家长)专制的运动,是打破夫权(家长)
专制的运动,是打破男子专制的运动,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孝父主义、顺夫主义、贱女主义的运动。如家庭问题中的亲子

关系问题、短丧问题,社会问题中的私生子问题、儿童公育问题,妇女问题中的贞操问题、节烈问题、女子教育问题、

女子职业问题、女子参政问题,法律上男女权利平等问题(如继承权问题等)、婚姻问题——自由结婚、离婚、再嫁、一

夫一妻制,乃至自由恋爱、婚姻废止——都是属于这一类的,都是从前大家族制下绝对不许发生、现在却不能不发生的

问题。原来中国社会只是一群家族的集团,个人的个性、权利、自由都束缚禁锢在家族之中,没有表现的机会。所以从

前的中国,可以说是没有国家,没有个人,只有家族的社会。现在因为经济上的压迫,大家族制的本身已经不能维持。而随

着新经济势力输入的自由主义、个性主义冲入家庭的领土,不但子弟向亲长要求解放,亲长也渐要解放子弟了,不但妇女

向男子要求解放,男子也渐要解放妇女了。因为经济上困难的结果,家长也要为减轻他自己的担负,听他们去自由活动,自
立生活了。从前农业经济时代,把他们包容在一个大家族里,于经济上很有益处,现在不但无益,而且被看作是重累了。至

于妇女,因为近代工业进步的结果,出现了很多宜于妇女的工作,也是助他们解放运动的一个原因[7](P435­439)。李大钊
较全面地阐释了由于经济和大家族制度的变动所导致的人们道德观念的变迁,即对孔门伦理的消解和对现代道德理念的

推崇。  

在婚恋道德方面,中国现代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自由婚恋观逐步建立,尤其是离婚自由得到了人们的认可,此处仅引用一

个典型的事例来说明。1912年以后,从凡夫俗子到前朝皇帝,都可能因为夫妻的失和而走向离婚。1931年,末代皇帝溥

仪同皇妃文绣的离婚事件具有典型意义。文绣是溥仪的“淑妃”,与溥仪共同生活九年,由于帝、后、妃之间的矛盾,文
绣和溥仪的关系日渐恶化,于1931年8月25日秘密出走,在其妹文姗的帮助下租借天津静园隐藏起来。之后文绣约见律



师并向法院提出依法调解的诉状。诉状写道:“为申请调解事。申请人前于民国十一年,经清逊帝溥浩然纳为侧室。九

年以来不与同居,平素不准见面,私禁一室,不准外出,且时派差役横加辱骂,盖以申请人生性耿直,不工狐媚,而待役群小

遂来为进谗之机。溥浩然虽系废帝而颐指气使,独尊之概仍未稍减于昔日。申请人备受虐待痛不欲生。姑念溥浩然有特

别身份,为保全其人格其名誉计,不忍照刑事程序起诉,理合申请钧院而付予调解,令溥浩然酌给抚养费。异后各度以保家

庭而消隐患,谨请天津地方法院。”这场突如其来的“前清废帝家庭之变”,引起社会的震动,许多有民主意识的人支持

文绣的出走及离婚行动。在舆论压力下,溥仪同意文绣的要求,于1931年10月22日正式宣布同文绣离婚,事件以文绣的

胜诉而告终[6](P138­139)。这表明离婚自由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  

五、风俗、道德变化的不平衡性  

社会风俗、道德观念在现代中国确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对此不能作过高的估计。在现代

的中国社会,存在着风俗、道德变化的不平衡。有些领域,如生活习俗,衣、食、住、行和娱乐等等,变化较大,由辫子到

短发,由小脚到天足,由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由轿子到小汽车。而有些领域,如宗法社会结构、心意民俗等等,变化不大,
中国农村的宗族制度及其影响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后,反对联宗祭祖、宗族械斗,曾是农村工作中颇费力气的艰巨任

务;鬼神迷信在农村仍一代代流传。有些地方,如通都大邑,变化较大,上海、广州、天津、青岛、武汉等中心城市,得风

气之先,变化比较迅速,比较深刻;而边远农村、山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变化程度甚小。在那里交通不便,文化教育落

后,经济发展十分缓慢,现代文明之风难以吹到,人们长期生活在中世纪氛围之中。有些人,改变旧的传统,接受新的风尚

比较快,如新式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和青少年;而有些人,思想比较保守,如封建遗老,地主乡绅和老年人,他们不愿放弃

旧习俗,接受新风尚[8](P328)。上述现象背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守旧势力的顽强存在。这不论在北洋军阀时期,还是在
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是如此。  
北洋军阀政府的守旧性是很明显的,他们固守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传统伦理,大力表彰孝子、烈妇、贞女,限制自由

婚恋。陈独秀曾经揭示过一些守旧现象,比如广东、浙江、江苏等省议会,都提出过禁止男女同校的议案。1912年以

来,缠足恶俗还未大改,不但乡村中仍然很普遍,即便大都市中也未绝迹。甘肃、陕西缠足恶俗更是厉害,脚小的妇女竟至

终日膝行,并且市上竟有出卖膝行器具的店铺,因脚小而膝行者之多,于此可见一斑。江浙妇女好着紧身小马甲,为害肺部

也非鲜见。北京西城东斜街张医生的18岁幼妾,被大妇毒打自杀,经地检厅验称无故轻生,不予起诉结案。甘肃狄道县的

圣人之徒,因为一位教员和女学生结婚,便纠合一个“纲常名教团”出来混闹,并呈请高等审判厅在法律上增加禁止师弟

结婚的条例[9](P14,114,233,373)。上海县知事禁止美术专门学校“不良科学”(人体模特儿),孙传芳斥刘海粟校长

“不顾清议罔识礼教”[10](P247)。  
1928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发动“二次北伐”期间,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亲去山东曲阜祭孔。随后,他发布保

护孔庙令,宣称“保护孔庙之义,盖欲为共产主义根本之铲除,非提倡固有的道德智能,不足以辟邪说而正人心”。1931
年2月,蒋介石在南京讲《中国教育思想问题》,提出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的仁义道德思

想”作为“教育正统思想”,这样中国的“教育从此一定更有一日千里的发展”,“共产党……也将由此而肃清”。19
33年9月他又对“军官训练团”讲《军人精神教育之精义》,认为“军人的精神是智仁勇三者,而三者之中又以‘仁’

为最要”,诬蔑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是“匪”,“‘剿匪’就是行‘仁’”。蒋号召“用‘仁’字为中心的三民主义

来打倒‘共匪’不仁的邪说异端”。南京国民政府为配合对苏区的第五次军事“围剿”,在孔子诞辰当日掀起了一个尊

孔祀孔高潮。当日蒋介石特派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为代表到曲阜祭孔,南京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

试院、监察院、内政部、教育部都派代表参加祭祀。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亲自陪祭。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党部同日在

南京联合召开“孔子诞辰纪念会”。1934年8月27日,上海“各界在文庙举行孔诞纪念会,到党政机关及各界代表一千

余人”。此外,北平、天津、汉口、长沙、广州、太原、杭州、南昌等地国民党部和地方政府都召开祭孔会。南京政府

军政部长何应钦、立法院副院长邵元冲、上海市长吴铁城、湖南省主席何键等纷纷发表尊孔反共演说。同年11月,国
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尊孔祀圣”的决议。南京政府行政院1931年发布第335号训令,限令各学校制造匾额,一律蓝底

白字,横书“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悬挂在礼堂或公共场所,为的是使师生们对此所谓训民要则见之怵目惊心,时刻勿

忘。1934年湖南、广东等省都强令中小学读经,将“四书”、“五经”等古文编入教科书内容。各地中学毕业会考,语

文题目都是经书的原句[11](P395­396)。国民党南京政权建立后,1930年12月公布的民法第4篇“亲属篇”和第5篇
“继承篇”规定“不满20岁未成年人订定婚约及成婚,应得法定代理人(即当事人父母或选定的监护人)之同意”;维护

家庭中的父权和夫权,规定妻以其夫姓为姓,妻以夫之住所为住所,妻婚后应将所有财产交丈夫统一管理,丈夫对这部分财

产有使用、收益权和事实上的处分权,父方决定对子女的教育。通过姓名权、居住权、财产权、子女教养权限制家庭中

妇女与男子的平等权利,使妻子在家庭中仍处于从属地位;还承认一夫多妻的合法化,一方面禁止纳妾、重婚,认为纳妾

即与人通奸,另一方面又肯定“娶妾非婚姻,自无所谓重婚”,“得妻之明认或默认而为纳妾之行为,其妻即不得据为离婚

之请求”,为男子纳妾开方便之门。这些规定充满了自相矛盾之处,保留着浓厚的封建主义成分[6](P142)。  
社会调查显示,传统习俗和道德观念仍大量存在。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表明, 农村的家庭组织是大家庭制度。

欧美的小家庭制度尚没有影响到中国的农村社会。已婚子仍与父母共同生活,结婚的弟兄亦少有分家者。男子最低之结



婚年龄为7岁,女子最低结婚年龄为12岁。男子在10至14岁结婚者占766个男子的40%,15至19岁结婚者占35.6%,2
0至24岁结婚者占11.5% ,男子结婚的最高年龄为51岁。女子在10至14岁结婚者占女子总数的7.7%,在15至19岁
结婚者占68.9%,在20至24岁结婚者占21.8%,最高之结婚年龄为38。早婚之陋习显而易见,尤其是男子。从搜集的

秧歌来看,大约可分为六类,即爱情类、孝节类、夫妻关系类、婆媳关系类、谐谑类与杂类。在男女爱情类的秧歌里表

示女子有“好马不备双鞍〖HT5”,6”〗革〖KG- 2〗詹,烈女不嫁二夫郎”的观念。只要婚姻一定,即当始终不变。中

国极重孝道,孝子为人所敬,孝能感动天地鬼神。在这些秧歌中,有人因重孝甚至活埋自己的儿子。有时“无后为大”这

种观念重于守节,宁可失去贞节,也得要子孙。如“倒听门”这出秧歌就表现了这一点。也有秧歌讲述女子因为要在将

来报仇雪恨,亦可忍气吞声暂时不顾贞操,并且往往有神仙保佑,帮助达到尽孝守节之目的。从夫妻关系类的秧歌看,夫是

妻的主人,妻是夫的奴仆,甚至于可以说妻是夫的财产。夫妻间的地位不平等,夫有休妻的权柄,妻无休夫的权柄。如果妻

不生子,夫就可以休她。生子是结婚的主要条件,这种观念也是受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影响。有时夫休妻非出己

愿,是由于母亲的命令。婆媳间起了冲突,婆母可以随便打骂儿媳,也有时命令儿子把儿媳休了,儿子因孝母,不敢违背,宁
愿孝而不顾妻。做媳妇以被休为奇耻,无法回家,没脸见人,因此就引起两种结果:一种是哀告丈夫收下,就是丈夫娶妻买

妾,自己也都情愿;一种是自己剃发为尼。如果休妻是由于婆母的缘故,要想收回休妻的命令,不是儿子所能办到的。有

时因小姑或他人劝解的缘故,也许使她婆母收回休妻的命令。夫有卖妻的权柄,可是有时妻被卖之后,还能体贴丈夫、爱

丈夫,至终还跑回原夫家来过日子[4](P151­326)。据20世纪30年代某调查显示,广州市287户家庭,有人口1698人,妾
数为260人,几乎每家有妾一个。另外童养媳、早婚的陋习也仍然在乡村中流行。1936年费孝通在江村调查,发现已婚

的439名妇人中,有74人婚前是“小媳妇”,占17%;未婚者中,“小媳妇”有95人,占33%;平均每2.7户人家就有一

“童养媳”。在早婚、童养媳盛行之下,婚姻自主对大多男女青年来说仍是不现实的。费孝通江村调查表明,婚姻安排

仍是父母而不是青年男女个人的事。城市的调查统计也证明了这一点,对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成都五市的统计表

明,直到1937年,还有54.72% 的青年结婚由父母包办,1938年至1945年,平均有37.23%,从1946年至1949年,仍
有31.77% 的人由父母包办婚姻。而自由认识结合者1937年仅4.99%,1945年为10.05%,1949年才15.21%。

这表明,父母包办的男女结合比重呈下降的趋势,但这种趋势发展缓慢,旧的传统和弊端的革除是很困难的[12](P4)。  
从以上的描述和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国现代道德变迁一方面是一个新陈代谢的渐进过程,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渐

强,不合理的陋俗、道德观念逐步被淘汰,合理的习俗、道德观念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另一方面,守旧势力顽强存在,它们

有着强大的权力背景,同时又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传统的习俗、道德观念在多数欠发达、不开放的区域仍然存在。这

种革故鼎新、新旧杂陈、多维度价值理念并存的局面正是现代风俗和道德变迁的一般特征。除上述一般特征之外,现代

中国在风俗和道德变迁方面还存在着其他一些独特的内容,主要是奴化道德的推行以及共产主义道德的传播等,这将另

文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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